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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性原则之“权重公式”的反思与重构

———一个法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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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避免均衡性原则适用的模糊抽象，具体化成为学界共识，量化方法颇受关注。阿列克西设

计的“权重公式犠犻犼”的影响力较大，发挥着定序量化分析的功能，但公式的适用范围受限及构成要素的

赋值不当，降低了其应用价值。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构“权重公式”的适用框架，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能强化公式的适用能力，使量化过程更具客观性。在以利益为核心的成本 收益分析框架下，“权利”作

为公式的适用对象，经必要变量的逻辑改进，“权利”的保护强度作为公式的构成要素；经济学上的价值

及“权利”的损害导向确立公式的量化基础，继而“权利”能实现货币等价或价值评估。尤其基于经济学

的替代理论，“权利”之间构成了新的权衡模型：“权衡公式犅犻犼。”在“权衡公式”的结果判定上，犅犻犼≥１，手

段不符合均衡性，不应改变“初始状态”下“权利”的比例关系；犅犻犼＜１，手段符合均衡性，且尽力选择使犅犻犼值

更小之手段。“权衡公式”兼具体系化与精细化分析能力，保持了严密结构和强操作性，为更普遍的实践应用

提供新思路。在“权衡公式”与成本 收益分析的关系上，它是一种融合成本 收益分析的均衡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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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 题 的 提 出

均衡性原则是公法比例原则在保障人民权益，防止公权力过度侵害上的最后一道防线，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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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比例性审查的核心功能。但是该原则属于一种高度抽象或不确定的法原则，具有主观裁量滥

用、利益衡量不足等制度风险，〔１〕“并没有从正面具体而一义性地解决‘什么是比例’的问题”。〔２〕

有学者曾指出，“均衡性原则的适用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在评价上缺乏一套可以作为‘公分母’

的共同的比较标准，无法将不同性质的利益或价值转换成具有同一单位的价值”。〔３〕为提高均衡

性判断的客观性、操作性及可接受性，不少学者认为量化方法可作为均衡性原则的判断工具，有效

规范裁量行为，形成判断实质合法性的客观科学工具。国内典型学者有刘权、戴昕，刘权为均衡性

原则的具体化设计了均衡性判断公式；〔４〕戴昕、张永健认为使用经济学上的成本 收益分析可替

代均衡性原则。〔５〕而在提出相关量化方法的过程中，大多学者会对阿列克西的“权重公式犠犻犼”

（ＷｅｉｇｈｔＦｏｒｍｕｌａ）作一番探讨。阿列克西以期通过“实践话语（公式的运用）理解法律话语（宪法

权利的冲突）”，〔６〕其“权重公式”是均衡性原则最具代表性的公式之一，拥有具体的权衡定理与权

衡要素，在全球公法领域的影响力较大。然而，尽管阿列克西通过赋值方式为“权重公式”提供了

多重刻度标准，使计算结果更精细，但是作者的量化仍然停留在定序方式上，只能认定一种分析框

架，难以发挥应有的量化分析功能。〔７〕有学者指出“权重结构发挥了较小的指导作用”；〔８〕权重

公式“没有说明不同的‘考虑’应该如何相互关联，以确定哪一个具有更大的分量；没有直接处理他

所感兴趣的案件中，哪些考虑因素具有道德重要性，该重要性又该如何决定”，〔９〕主观性过大；不

是理想的权衡工具，只能用于权衡原则，难以权衡政策手段。〔１０〕

笔者认为，“权重公式”的运算结构严格基于均衡性原则的本质展开，直观地表达了均衡性的

内涵，且定位的强度理念使不同原则间拥有了共同的比较标准，便于不同价值进行比较分析。公

式的定序量化方式虽然导致过大的主观性，但是定序量化的不足实则归结于公式的适用范围与构

成要素两方面，如果这两方面问题得以解决，那么公式便能获得强适用能力。基于此，本文将剖析

“权重公式”的相关问题，并试图采用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公式进行改进，以提升公式的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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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期，第１５３１—１５３５页。尽管两位作者在文章中直言成本 收益分析并不当然量化所有成本与收益，但成本 收益

分析属于经济学分析工具，货币化是其显著特征，对成本与收益进行最大程度的货币化分析是必然的，而作者认为

的排序（定序变量）方式也是一种量化方法，属于成本 收益货币化（基数变量）分析的补强手段。从成本 收益分析

对应于比例原则全阶层来看，笔者并不认为每个阶层都应当采用基数量化，只是均衡性原则作为比例原则的最后

子原则，具有结果上的判定功能，可从实际损失角度进行基数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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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列克西的“权重公式”及反思

（一）“权重公式”：均衡性原则的权衡工具

基于均衡性原则的内涵，阿列克西以“原则冲突（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ｃｏｌｌｉｄｅ）”为出发点，设计了“权重公

式犠犻犼”，按照原则冲突的特点，提出了权衡定律（Ｌａｗｏｆ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第一权衡定律）：“对一个原则

的不满意或损害程度越大，满足另一个原则的重要性就越大”〔１１〕，根据该定律得出“非完整权重公

式（ＷｅｉｇｈｔＦｏｒｍｕｌａ）”：

犠犻犼＝
犐犻

犐犼

犐犻：对原则犘犻的不满意或损害度，称“干涉强度”；

犐犼：满足原则犘犼的重要性，称“满足重要性”；

犐变量的刻度有：轻度（ｌ）、中度（ｍ）、重度（ｓ）；对应的数值分别为２０、２１、２２。〔１２〕

该公式在确定行为是否合比例的过程中，需要执行三个步骤：第一，确定犘犻干涉强度；第二，

确定犘犼满足重要性；第三，将所选的犘犻与犘犼值代入权重公式以获得权重值。根据所得权重值，

犠犻犼会有三种结果：当犠犻犼＞１，犘犻优先于犘犼，犘犻的干涉过度，不符合均衡性；当犠犻犼＜１，犘犻不优于

犘犼，犘犻的干涉合适，符合均衡性；当犠犻犼＝１，犘犻与犘犼的优先级无法判断，公式陷入僵局。

按“非完整权重公式”的运算方式，犠犻犼显得主观粗糙，未考虑的相关因素过多，陷入僵局的可

能性大。为使结果更加精准、理性，阿列克西在非完整权重公式中加入了另外两项衡量指标，即抽

象权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ｅｉｇｈｔ）和推定经验的可靠性（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抽象权重是

“一种原则（犘犻）在任何情况下独立于其他原则（犘犼）的权重”，
〔１３〕可通过社会价值、等级制度等加

以参考确定；〔１４〕推定经验的可靠性指某一原则在不干扰另一原则的情况下，审查者推定与之相关

联的经验在支撑相应手段时的可靠性，即“所讨论的手段对于在具体情况下无法实现某一原则

（犘犻）和实现另一原则（犘犼）意味着什么”。
〔１５〕在此，阿列克西提出了第二权衡定律：“对宪法权利

的干预越重，其基本前提的确定性就必须越大”，第二定律与第一定律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对认知

经验的评价，后者是对实质影响的评价，第一定律由犐决定，第二定律则是由犠 、犚来决定。进而

获得“完整权重公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ｅｉｇｈｔＦｏｒｍｕｌａ）”：
〔１６〕

犠犻犼＝
犐犻·犠犻·犚犻
犐犼·犠犼·犚犼

Ｉ犻、Ｉ犼同非完整权重公式，内涵并未改变；

Ｗ犻：抽象权重，即相对独立的，通过社会认知确定原则犘犻的重要性；

Ｗ犼：抽象权重，即相对独立的，通过社会认知确定原则犘犼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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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福臣：《解析阿列克西宪法权利适用的比例原则》，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５２页。

Ａｌｅｘｙ，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３〕，ａｔ４４６．

ＳｅｅＡｌｅｘｙ，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３〕，ａｔ４４６．抽象权重的表示字母与《宪法权利理论》一书的表示有所区别，《宪

法权利理论》以“ＷＰＡ”来表示抽象权重，本文为简化需要，采用了作者在犚犪狋犻狅犑狌狉犻狊期刊上的表示方式“Ｗ”。



Ｒ犻：推定经验的可靠性，即在不干扰犘犼的情况下推定影响犘犻的经验的可靠性；

Ｒ犼：推定经验的可靠性，即在不干扰犘犻的情况下推定影响犘犼的经验的可靠性；

犠（代表抽象权重犠犻、犠犼，不代表权重结果犠犻犼）变量的刻度有：轻度（ｌ）、中度（ｍ）、重度（ｓ）；

对应的数值分别为２０、２１、２２；犚变量的刻度有：确定可靠（ｒ）、合理可靠（ｐ）、显然非假可靠（ｅ）；对

应的数值分别为２０、２－１、２－２。〔１７〕

“完整权重公式”的运用也有三个步骤，〔１８〕第一步，确定冲突原则犘犻、犘犼的犠 值、犚 值；第二

步，通过具体案件，确定冲突原则犘犻、犘犼的犐值；第三步，将冲突原则犘犻、犘犼的犠 值、犚值、犐值代

入犠犻犼，得到权重值。与“非完整权重公式”的结论一样，当犠犻犼 ＞１，犘犻优先于犘犼，对犘犻的干涉过

度，不符合均衡性；当犠犻犼＜１，犘犻不优于犘犼，对犘犻的干涉恰当，符合均衡性；当犠犻犼＝１，优先级无法

判断，公式再次陷入僵局。整体上“完整权重公式”扩大了可选值的范围并细化了可选值的幅度，

比“非完整权重公式”更为精细，但实际上并未解决公式的主观化问题。

（二）“权重公式”的反思：范围受限与赋值不当

“权重公式”拥有完整的均衡性评价结构，逻辑缜密，但是，公式的变量值是主观赋值的结果，

呈现明显的定序变量特征。几项特定值无法改变权衡的主观化，不仅限制了法院的司法能力，而

且无法满足手段权衡的灵活性需要。〔１９〕如果要改善“权重公式”的应用能力，定序方式将不得不

改变。从定序变量的相关问题来看，一个是“权重公式”的适用范围受限，导致公式仅能适用于宪

法原则场域；另一个是各变量要素的赋值方法不恰当，被评价为过度主观化的形式工具。

１．“权重公式”的适用范围受限。在阿列克西的论证中，“权重公式”聚焦于宪法权利；因此，也

遭到“权重公式”仅适用于宪法权利的质疑。本文试图论证，“权重公式”不仅适用于宪法权利，而

且是普遍意义上蕴涵“原则”特性的价值冲突的权衡工具。

首先，“权重公式”在作为解决宪法权利冲突的工具时，是基于法的要素进行的构造。在规则

与原则的规范面向，规则具有确定性、具体性，可直接作为裁判理据，当两项规则相互冲突时，可依

托制定层级、宣布无效等方式解决；而原则具有模糊性、笼统性，需通过一定程度的具体化方能作

为裁判理据，当两项原则相互冲突时，硬性的排除规定会损害原则的正当价值。〔２０〕“权重公式”来

源于原则冲突，表达了冲突的原则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优化关系（通过原则的权衡寻求最优化的结

果），进而被提炼为公式的第一权衡定理，即“对一个原则的不满意或损害程度越大，满足另一个原

则的重要性就越大”。〔２１〕据此，在“权重公式”的构造过程中，宪法权利并未对公式产生影响，原则

与规则作为一种规范结构的区分，不仅属于宪法权利的规范结构，也属于普通权利的规范结构。

其次，“权重公式”的实践释义虽然依托宪法权利，但并不意味着“权重公式”的适用范围只能

在宪法权利场域。受限于《宪法权利理论》一书的阐述逻辑，“权重公式”被用以宪法权利冲突案件

的释义，不仅作者本人通过大量的宪法案例对“权重公式”进行证立，而且相关学者也陷入阿列克

西的论证框架，往往基于宪法案例对“权重公式”进行分析。〔２２〕殊不知阿列克西是一名杰出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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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倾向于为法的适用提供一种普遍化的适用理论，他的一系列代表著作都表达了其为法的

普遍化的适用理论所做出的努力。“权重公式”也不例外，虽然为解决宪法权利冲突，但其设计过

程与基本内涵都呈现的是法哲学的应用，表现为一种普遍化的适用理论，定位于解决具有模糊性、

不确定性的原则冲突。故而“权重公式”的适用范围能超越宪法权利场域。

再次，不同地域的宪法实施形式不同，而“权重公式”作为没有地域限制的均衡性的判断工具，

仅以宪法权利作为公式的适用领域会有实践矛盾。从不同地域来看，宪法实施的形式存在差别，

宪法的实施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宪法条款直接适用于个案活动；二是宪法通过立法机关制定法

律得到具体化，在法律的实施中得到实施。〔２３〕德国是典型的宪法直接实施的国家，我国采取第二

种实施形式。然而，均衡性原则不仅有地域的普遍化适用，其影响已蔓延至欧洲之外包括中国在

内的很多国家，即使美国也有相应呼声。〔２４〕且也有领域的普遍化适用，它既可适用于宪法领域，

也可适用于行政法、刑法，甚至私法领域。〔２５〕如果公式的适用范围受限于宪法权利，那么意味着

采取第二种实施形式的国家会因宪法权利无法得到直接实施而难以运用均衡性原则，但这与实际

情况相矛盾。这也说明作为均衡性权衡工具的“权重公式”的适用范围不应受限于宪法权利。

２．“权重公式”构成要素的赋值方法不恰当。“权重公式”的构成要素（自变量）有干涉强度或

满足重要性、社会认知所确定的抽象权重和推定经验的可靠度，任一构成要素的变动都会影响公

式的权重值。构成要素的赋值范围及选值方式决定了公式的理性程度，它们的主观化是权重公式

主观化的直接原因。

第一，从三个构成要素的赋值范围来看，赋值范围缺乏客观性。在“完整权重公式”中，阿列克

西采用定序的方式为干涉强度或满足重要性设计了三项量值，为社会认知所确定的抽象权重和推

定经验的可靠度设计了九项量值。但是从“权重公式”的表现形式来看，犠犻犼 可以表达无限量值。

相应变量的固定值无法满足公式的不特定量化需要，无法实现不同政策手段权衡的灵活性，只能

被认为是宪法权利在某种视角下的道德认知的程度划分。如果将未体现宪法权利特点的措施强

制放置于作者所设计的公式中进行演绎，那么权重结果便会缺乏对应变量的内涵，而从公式的适

用范围来看，适用领域可超越宪法权利。可见公式存在适用矛盾，赋值范围缺乏客观依据的支撑，

倾向个人道德认知的主观化赋值。

第二，从三个构成要素的选值方式来看，适用者的选值欠缺相应的客观标准。在雷巴赫案中，

抽象权重的大小依据基本法和相关判例确定，〔２６〕但是，这种方式过于主观，宪法法院、一审与上诉

法院的确定结果并不一致，不同审判者或团体有不同的抽象权重的评价。社会认知是应该依靠某

人、部分人还是全体人，及这种社会认知如何量化，缺乏客观标准。干涉强度或满足重要性虽然结

合案件的宪法权利状态进行确定，但是由于宪法权利的主观性、道德性及选值标准缺失等因素，会

使适用者在进行选值的时候呈现自己的主观感受，进而影响判断，导致强度值的值数偏差。〔２７〕推

定经验的可靠性属于一种假设，且在通常情况下皆可推定为“可靠”，对“权重公式”的影响并不大。

最终，由于“权重公式”的构成要素数值的主观化，相应数值引入公式犠犻犼 后，自然会使得“权重公

式”的权重值呈现主观化，结果难以满足最优化的权衡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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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构成要素的分类及赋值来看，非完整权重公式与完整权重公式并无本质区别。不管

构成要素仅包括干涉强度或满足重要性，还是加入社会认知所确定的抽象权重和推定经验的可靠

度，想要回应的莫过于规范层面（融入了社会认知）对相互冲突原则的解决能力。首先，一个或三

个构成要素，在结果判定上有三类，三个构成要素并未使得判断过程足够精细。抽象权重与可靠

度完全可以融入强度或重要性的判定过程，如抽象权重越重、可靠度越高，其相应的干涉强度或满

足重要性就越大，要素之间的数值选择具有一致性；其次，构成要素数值的确定过程缺乏对应标

准，适用者无法客观选择恰当数值。如果某项标准将三个构成要素融为一体，那么构成要素的分

类便无意义。基于定序赋值的程度视角，所谓的完整权重公式中的精细划分也仅是在轻、中、重三

类强度下的进一步划分，最终依然回归三类强度判断体系；再则，原则冲突的比重局限于定序层

面，无法适应实践领域拓展的需要，定序方法无论对非完整还是完整公式，其数值都是极为有限

的。这种赋值的作用小，即便没有数值也可实现原则间的直观权衡，反之制约比重的可能范围。

所以阿列克西构造的完整公式无实际价值，基于此，后文有关公式的改进将不再受限于构成要素

的体量，而关注于冲突原则之间的保护程度。

三、对“权重公式”的法经济学改进

（一）适用范围的拓展：宪法权利至“权利”

１．“权利”作为适用对象的可行性基础。以宪法权利确定“权重公式”的适用能力并不恰当，将

适用范围从宪法权利拓展至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权利也有可行性，而这一可行性正是基于权利间的

利益实质。

第一，基于利益，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具有共同适用基础。阿列克西公式的适用对象是宪法

权利，但是公式的适用范围超越了宪法权利，可拓展至法律权利（此处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是一种

宪法理论视角的区分，具有如整体与部分、母与子、抽象与具体等关系 〔２８〕）。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

代表的权益类型虽有差别，但它们皆可指向法经济学上的利益（生活利益、资源），如科斯所言，当

交易费用存在时，权利界定和分配的差异，会带来资源配置的不同效益，通过改善权利界定和分配

的方式社会福利可得到改善，所以权利的界定与分配决定了利益配置。〔２９〕可见，科斯在谈论权利

时并未区分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而是将权利看作配置资源和社会福利的一种制度安排，权利的

界定与分配既指向法律权利，也指向宪法权利，在利益配置的过程中，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共同决

定了利益的配置方式。故科斯曾言：“在由法律制度调整权利需要成本的世界上，法院在有关妨害

的案例中，实际上做的是有关经济学问题的判决。”〔３０〕且此处利益虽然指向法经济学上的利益，但

也属于法益 〔３１〕范畴。不管法经济学上的利益还是法律上的利益，都来源于生活利益（资源），前者

经法定程序确定后属于法益，〔３２〕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分别经宪法和法律程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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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基于利益，“权重公式”与成本 收益分析具有关联性，参照成本 收益分析的适用能力，

“权重公式”的适用能力可提升。“权重公式”被认为是权衡宪法权利的一个最优化工具，〔３３〕用以

降低宪法权利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成本，〔３４〕从宪法权利的利益实质来看，这一特点与成本 收益分

析具有关联性：功能上，无论“权重公式”还是成本 收益分析都有降低利益损失的作用；过程上，两

者都有利益冲突的比较、权衡过程；目标上，两者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成本 收益分析适用于各

种具有比较性的举措的权衡，可“权衡待审查的法律规则或政策举措可能导致的各种有利和不利

后果，比较待审查举措与其他可能的替代性举措，判断何者更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最优”。〔３５〕且

在因存在交易成本，对不同的权利（科斯原文采用的是ｌｅｇａｌｒｉｇｈｔ）界定与分配方式会带来不同的

利益（资源）配置上，成本 收益分析能对不同的配置方式进行比较。参照成本 收益分析的适用能

力，“权重公式”的适应范围理应超越宪法权利。

第三，“权利”作为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以利益为核心的共同范畴。一方面，个案中法律权利

可被认为是宪法权利的具体化，法律权利的适用可作为含有宪法权利冲突之个案冲突的解释方

案，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具有共同的适用基础；另一方面，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指向的利益皆可对

应于生活利益（资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参照成本 收益分析，以利益为核心的宪法权利或法律

权利都可作为“权重公式”的适用对象。此外，阿列克西认为宪法权利具有道德属性，这种道德属

性的内在冲突决定了宪法权利的权衡，〔３６〕但是，按德沃金对法与道德密不可分的观点 〔３７〕及我国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法治建设路径来看，法律权利也伴随着道德属性，道德的内在冲突在规范

上直接反映为法律权利间的冲突。可见，道德属性无法制约“权重公式”对法律权利的适用。而宪

法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共同上位概念“权利”〔３８〕在以利益为核心的法哲学范畴内具有统合性，“权

利”是规范意义上的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的法哲学范畴，可承载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共同适用

基础“利益”，尤其是在法经济学的视角下“权利”更契合以利益为核心的“权重公式”的适用框架，

因此本文尝试将“权利”作为“权重公式”的适用对象。

２．拓展“权重公式”的适用对象为“权利”。基于法经济学视角，“权重公式”具备更广泛的适用

能力，而其作为权衡宪法权利的关键在于：其构成要素的内涵围绕宪法权利确定，所以要拓宽公式

的适用路径，则须将宪法权利拓展为一种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对象。从形式上看，拓展宪法权利为

其他对象前，原来的对象会被剔除，“权重公式”只剩下一种权衡比较和追求最优化结果的逻辑形

式，表示为：犠犻犼＝／（数理公式中不存在分母为，此处仅表示公式的含义）。

基于该公式，本文融入具备普遍化意义的对象：“权利”，它不仅可统合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内

涵，且与利益的关系更加直接。按科斯定理来说，权利的界定与分配，直接影响了利益的配置，虽

然法学上的权利与经济学上的权利并非完全对等，但是从利益配置的角度来看，两者对利益的配

置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一方面，法学上的权利虽然具有特殊的价值，但始终“与全体公民的利益

息息相关”〔３９〕，只不过这种利益对应个体、集体抑或全体；另一方面，经济学上的权利可直接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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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ｅｘｙ，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１〕，ａｔ５４．

见前注〔５〕，戴昕、张永健文，第１５２５页。

ＲｏｂｅｒｔＡｌｅｘｙ，犆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犚犻犵犺狋狊犪狀犱犘狉狅狆狅狉狋犻狅狀犪犾犻狋狔，２２Ｒｅｖｕ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Ｌａｗ５１，６１（２０１４）．

ＲｏｎａｌｄＤｗｏｒｋｉｎ，犔犪狑狊犈犿狆犻狉犲，ＴｈｅＢｅｌｋｎａｐＰｒｅｓｓｏｆ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１７６．

全文的“权利”皆以法经济学上的利益为核心。

见前注〔２８〕，马岭文，第６４页。



为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利益，“权利即为证立他人义务的利益，利益的相对重要性构成了认定权利

的标准”。〔４０〕故而在成本 收益分析框架下，以权利的有效界定与分配为权衡的逻辑基础，公式难

以脱离利益核心，对“权利”进行权衡可谓必然。

（二）构成要素的更迭：“权利”的保护强度

１．确立“权利”的保护强度。主观化的构成要素影响了“权重公式”的功能，应有所改变。首

先，无论是“非完整权重公式”，还是“完整权重公式”，最终都未能清楚说明：变量之间该如何关联，

如何确定哪一个变量具有更大的分量，哪一个变量更重要，以及变量如何决定。〔４１〕所以，“完整权

重公式”中所增加的抽象权重犠 和推定经验可靠性犚并不能有效强化变量犐的适用能力。且对

“权重公式”而言，犠 与犚 无实质价值，即使被删除，也不会影响公式的运用（这一点上文已有详

述）。其次，“权重公式”的变量犐表达了干涉强度和满足重要性，表现为一种“强度”，其中干涉强

度指向受到损害的原则，属于损害强度；满足重要性指向获得保护的原则，属于保护强度，因而变

量犐具有反向内涵。但是，同一变量不能同时表示相反含义，为呈现构成要素在分子与分母上的

反向关系，应在公式前方加入负号实现。〔４２〕在公式上加入反向内涵后，权衡者对公式中变量犐“干

涉强度和满足重要性”的考量，只需关注程度问题，不须考虑损害和保护。最后，基于法的人权保

障功能，〔４３〕“权重公式”的强度变量犐可认定为：宪法权利的保护强度；适用对象拓展后，强度变量

犐可统一认定为：“权利”的保护强度。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变量犐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权重公式只

是形式框架，但变量犐如果按照定序方式赋值，亦无法对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与具体化考察，导致公

式适用的主观化。

２．“权衡公式”的初步提出。结合前述适用范围与构成要素的叙述，权重公式的构成要素变更

为：“权利”的保护强度。为与“权重公式”相区别，后续笔者将变换适用对象、构成要素后的公式称

为“权衡公式”。另外，依据第一权衡定律：“对一个原则的不满意或损害程度越大，满足另一个原

则的重要性就越大”，〔４４〕在拓展适用范围，变更构成要素的基础上，“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可

表示为：对某一“权利”的保护强度越大，对与之相对“权利”的保护强度就越小。在此，本文初步提

出“权衡公式（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Ｆｏｒｍｕｌａ）”：

犅犻犼＝－
犐犻

犐犼
（负号表示自变量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采用定序方法对变量犐赋值，“权衡公式”与“非完整权重公式”并无太大

差异，那么本文亦没有解决公式过度主观化的问题，所以开发基数量化方法是必要的。就“权衡公

式”的内涵关系而言，越大与越小是一种程度上的衡量，一升一降是一种量上的比较，“权利”的保

护强度可直接定位基数变量上的考量。同时，这种一升一降的量化比较是保护强度增加量与保护

强度减少量的比较，如果“权衡公式”要实现客观精细化的应用，那么基数量化的路径亦是必然。

（三）法经济学上“权利”的量化基础与方法

１．量化基础：经济学上的价值及“权利”的损害导向。量化的基础应该被建立在一种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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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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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柏华：《权利认定的利益判准》，载《法学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２页。

ＳｅｅＡｈａｒｏ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９〕，ａｔ２４，２７．

一种经济学的思维。参见［美］杰弗里·Ｍ．佩罗夫：《中级微观经济学》（第６版），谷宏伟译，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４３页。

ＡｈａｒｏｎＢａｒａｋ，犘狉狅狆狅狉狋犻狅狀犪犾犻狋狔牶犆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犚犻犵犺狋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犔犻犿犻狋犪狋犻狅狀狊，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ＤｏｒｏｎＫａｌｉ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３４０．

Ａｌｅｘｙ，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１〕，ａｔ１０２．



且被认为是普遍化的认知上，在此，笔者结合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确立量化的基础，也只有经济学

意义上的价值才可被认为是最本质、客观及适当的计量基础。“任何为法律秩序提供保障的权威

都以某种方式依赖于构成该秩序的社会群体的共识性行动，而社会群体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物质利益的配合。”〔４５〕

就本文“权利”的经济学分析而言，不同“权利”之间的经济学分析是基于冲突事实开展的，每

一项“权利”皆代表着固定的经济内容，其本质是法定化的利益，并成为获取或扩张利益的方

式，〔４６〕因此“权利”的经济量化对应利益的经济量化。

此外，保护强度的量化在“权利”的保护导向上难以在制度上获得参考依据，而在“权利”的损

害导向上却可以获得制定法上的参考，〔４７〕即以损害赔偿为量化基础对“权利”的经济价值进行分

析计量。〔４８〕在普通法的适用中波斯纳认为侵权法的保护分为财产权的保护和人身不可侵犯的保

护（英美法系因没有公法传统，通常没有公权利概念，故“权利”可被分为财产权与人身权）。〔４９〕我

国尽管有公法与私法的区分，赔偿依据不一，分为《国家赔偿法》与《民法典》中的侵权责任规定，但

是国家赔偿制度从民事赔偿中分化出来，是侵权赔偿的特殊分支，两部法律在侵权赔偿中搭配使

用。〔５０〕且从《国家赔偿法》与《民法典》有关侵权责任的实定内容来看，〔５１〕权益的保障已被划分为

公民人身权益与财产权益的保障。

２．“财产性权利”的量化方法：货币等价。“财产性权利”是作为“人之地产（ｅｓｔａｔｅ）、资产

（ａｓｓｅｔｓ）或财产（ｐｒｏｐｅｒｔｙ）一部分的一种权利，相对于来自人的法律身份的那种权利”；
〔５２〕“财产性

权利”相当于“大陆法系的财产权，既包括了对世的物权也包括了对人的债权”。〔５３〕从法律客体的

角度来看，“财产性权利”对应的客体主要是“物”，以及包含着财产性内容的“行为”，然而，无论

“物”还是“行为”皆反映着经济学上的价值，它们的经济学属性表现为：能够在市场中寻找到相应

替代品，每一份价值都可以通过货币加以等价。〔５４〕例如，当事人购买汽车，未交付之前，拥有债

权，这份债权的经济价值便可以根据债权的客体内容加以确定；交付之后，汽车属于物权，汽车价

值便属于物权所有人的“权利”。计量“财产性权利”的经济价值是容易的，权衡者通过挖掘财产的

客体内容，相应的经济价值可被确定，且采用货币等价计量，争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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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启家：《环境法领域利益冲突的识别与衡平》，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１３４页。

结合拓展后的权衡定律的表述，“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关系是：对某一“权利”的保护强度越大，对与之

相对“权利”的保护强度越小，若将其涵义反向表述，即对某一“权利”的损害强度越小，对与之相对“权利”的损害强

度越大。这样的表述与上文所述的涵义相反，但并未改变均衡性原则的本质，依然可以表达出均衡性原则的权衡

价值。

之所以引入损害赔偿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一是因为在损害赔偿层面的经济学分析已较为成熟，二是已有

明确的法律规范指示，损害赔偿方式主要以金钱的方式做出。

［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学分析》（第２版），蒋兆康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２、５４０页。

王青斌：《论监察赔偿制度的构建》，载《政法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１６９页；江必新：《国家赔偿与民事

侵权赔偿关系之再认识———兼论国家赔偿中侵权责任法的适用》，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１２７—

１２９页。

依据《国家赔偿法》第３、４条；《民法典》第１１６５、１１６７条。

ＢｒｙａｎＡ．Ｇａｒｎｅｒ，犅犾犪犮犽狊犔犪狑犇犻犮狋犻狅狀犪狉狔（９ｔｈｅｄ．），Ｗ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２００９，ｐ．１４３７．

冉昊：《财产含义辨析：从英美私法的角度》，载《金陵法律评论》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２７页。

参见魏建、周林彬：《法经济学》（第２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８１页；洪银兴、刘伟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９期，第４０—４３页。



３．“人身性权利”的量化方法：价值评估。“人身性权利”主要指生命、身体、健康、自由、人格和

精神 〔５５〕等方面的“权利”，它是相对于“财产性权利”的“权利”，并不直接反映经济学意义上的价

值。虽然在经济市场中难以找到其对应的替代物或定价标准，但是“人身性权利”的不可估量会导

致人身遭受损害后不能获得完全赔偿的风险，〔５６〕在此基础上，法经济学家给出了一个人身损害的

赔偿公式“汉德公式”。

汉德公式：犔＝
犅

犘

犔：人身损害的评估价值；犅：预防事故发生的成本；犘：事故发生的概率。〔５７〕

汉德公式具有主观评价的性质，“反映了事前对预防成功所能产生的收益的主观评价，是预期

的预防投资收益，作为理性人，只有认识到要保护的非市场品具有所预期的主观价值时，才会付出

投资进行预防”。〔５８〕结合权力行动过程，手段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在有损害风险的前提下采取

的，故权力主体在采取手段时，理应满足理性人的标准，满足汉德公式的要求。评估生命价值常用

的生命统计价值法（ＶＳＬ）便是基于“汉德公式”展开的。

生命价值＝
支付意愿或受偿意愿

死亡风险降低的概率

对人身利益的主观性、无法评估、难以定价等难题，汉德公式给了人身利益主体一个自我选择

的自由。在知晓事故发生概率的情形下，为降低某一风险的发生，受害人能自愿为降低该风险的

发生提供价格。其中价格可由货币确定，进而“人身性权利”便能与经济价值联系起来（“人身性权

利”的估价是以“权利”所指向的内容为评估对象，而非“权利”本身，“权利”仅是一种法律上的承载

体）。此外，有一个道德哲学上的问题：既然“人身性权利”可以用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来衡量，那

么是否货币越多就能替代更多生命？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人身性权利”的经济价值的衡量，是在

人身性权益损害事故发生后所引发的一系列计量，不是采取手段之前对需要获取多少利益才能弥

补必然的人身性损害的计算。若已肯定或在较大程度上确定会发生人身性损害，相应手段理应被

排除（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损害一定或极可能发生，人们的支付意愿将极高，所获利益亦难以弥补

损失，手段非理性）或损害的发生降低后方可实施。〔５９〕

四、均衡性原则之“权衡公式”的构造

以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为核心，“财产性权利”和“人身性权利”作为“权利”层面的经济价值载

体，“权利”间便具有替代的可能。基于“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对某一“权利”的保护强度越

小，对与之相对“权利”的保护强度越大，通过引入经济学的替代理论，均衡性原则的量化模型便可

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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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与精神性权利具有特殊性，根据一般的社会认知，并不严重的人格与精神损害通过法律难以被调

整，只有相对严重的人格和精神损害才属于本文的论述范畴。

张平华：《生命权价值的再探讨》，载《法学杂志》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６１页。

见前注〔４９〕，理查德·波斯纳文，第２４０—２４１页。

见前注〔５４〕，魏建、周林彬书，第１８１页。

行为前预知死亡风险越高，受害者为预防死亡的成本也越高，其降低风险的支付价格也会越高。见前注

〔４９〕，理查德·波斯纳文，第２３８—２５３页；林立：《波斯纳与法律经济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９５—

３１２页。



（一）经济学替代理论的引入

经济学的替代理论 〔６０〕是行为经济学理论中的一种分析方法，主要被应用于微观经济学中消

费与生产行为的分析，表达在某一无差异曲线或等产量曲线下，两种可替代的商品或生产要素“此

消彼长”的过程。〔６１〕

图１　商品替代模型

图１的曲线，为无差异曲线，“代表了能够给

消费者相同满足程度的所有市场篮子的组合，在

无差异曲线上所代表的市场篮子，消费者的偏好

是无差异的”。〔６２〕

如图１所示，ａ，ｂ，ｃ，ｄ，ｆ，ｇ均属于商品 Ｍ与

商品Ｗ的市场篮子组合，每个篮子都装有一定单

位的Ｍ与一定单位的Ｗ（篮子指在获得一定单位

Ｗ的同时，愿意持有多少单位的 Ｍ的组合）。基

于不同的满足程度，消费者愿意持有的篮子组合

会有所区别，若将具有相同满足程度的所有市场

篮子用一条平滑的曲线相连接，则会得到一条满足程度相同的无差异曲线Ｕ。〔６３〕曲线上的每一

点都表示商品Ｍ与Ｗ的组合关系。若将在相同满足程度下的ｂ篮子组合移动到ｇ篮子组合，则

商品Ｍ的持有量会从ｙ１降至ｙ２，商品Ｗ持有量会从ｘ１升至ｘ２，商品 Ｗ与Ｍ的篮子组合比例会

发生变化。进而可以得出，在相同满足下若要增加 Ｗ的持有量，必然会降低Ｍ的持有量，其中变

量差之间的比例关系称为商品替代比例（ＲＳ）：

犚犛＝－
狔２－狔１

狓２－狓１
＝－
Δ狔

Δ狓
（负号表示Ｍ与Ｗ处于反方向变动）。〔６４〕

无差异曲线是一条凹向原点的一阶导数递增曲线，即随着 Ｍ的减少，Ｍ所能够替代的 Ｗ越

来越多，抑或是Ｍ持有量越少，其被替代的成本也就越高，这体现了市场“物以稀为贵”的价值

准则。

（二）“权衡公式”的替代规则及替代关系

经济学的替代是以商品或生产要素为出发点，是一种市场品的替代，“权利”与市场品有所区

别，“权利”是法律赋予权利人的法律意义的利益，是独享的，在法规范层面没有替换的可能。〔６５〕

不过，如上文所述，本文挖掘了“权利”的内在经济价值，通过对经济价值的权衡来解决具体案件中

存在的冲突，所以“权利”间的替代成为一种可能。

为清晰“权利”间的替代逻辑，“权利”间的比较关系应被明确：对某一“权利”的保护强度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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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专指微观经济学中的替代理论，是一种理性选择的过程。微观经济学在探究替代理论时更多地从边际

替代角度展开，替代理论在微观经济学中主要表现在边际替代率和边际技术替代率方面的运用，本文先阐述替代

理论的逻辑过程，之后再融入边际替代思维。

ＪｅｆｆｒｅｙＭ．Ｐｅｒｌｏｆｆ，犕犻犮狉狅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狊（６狋犺犲犱．），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２０１２，ｐ．８０，８７，１２４．

ＲｏｂｅｒｔＳ．Ｐｉｎｄｙｃｋ＆ＤａｎｉｅｌＬ．Ｒｕｂｉｎｆｅｌｄ，犕犻犮狉狅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狊（９狋犺犲犱．），Ｐｅａｒｓｏｎ，２０１８，ｐ．９３．

Ｉｂｉｄ．，ａｔ９４．

也可以称之替代关系，“在维持效用水平不变的前提条件下，消费者在增加一种商品消费数量的同时，必

然会放弃一部分另一种商品的消费数量，即两商品的消费数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高鸿业：《西方经济学 微观

部分》（第７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７１页。

陈金钊：《用体系思维改进结合论、统一论———完善法治思维的战略措施》，载《东方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１

期，第９２页。



对与之相对“权利”的保护强度越大，这是均衡性原则的基本内涵的直观反映。而这种比较关系在

手段开始实行前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本文称之为“初始状态”，后续的强弱变化会基于“初始状

态”改变，所以“权利”的替代规则，可表示为：案件存在“权利”冲突的情形下，相对于“初始状态”，

对某一个“权利”的保护（或损害）强度越大，对另一个“权利”的保护（或损害）强度相应越小。〔６６〕

此外，针对完全替代与完全互补的情形，〔６７〕本文不另分析，即使存在可完全替代的“权利”，亦是一

种边际增量与边际减量相等的特殊情形；完全互补的“权利”不存在，因为“权利”间的比较是“此消

图２　保护强度关系图

彼长”的过程，同增同减不属于均衡性原则的

适用情形。

现假设Ｉ轴表示“权利”Ａ的保护强度，Ｊ

轴表示“权利”Ｂ的保护强度，Ａ、Ｂ权利相互

冲突，Ａ、Ｂ的关系如图２所示：

从原点出发，沿着Ｉ轴往右，“权利”Ａ的

保护强度越来越大；沿着Ｊ轴往上，“权利”Ｂ

的保护强度也越来越大。当沿着Ｉ轴往右，

到达Ａｍａｘ时，Ａｍａｘ表示“权利”Ａ的保护强度

相对于Ｂ最大，“权利”Ｂ属最低保护；当沿着

Ｊ轴往上，到达Ｂｍａｘ时，Ｂｍａｘ表示“权利”Ｂ的保护强度相对于Ａ最大，“权利”Ａ属最低保护；值得注

意的是，最大值并不固定，其可能无限大，也可能为零，须在具体环境中明确。〔６８〕在Ｉ、Ｊ轴内，有ａ、

ｂ、ｃ、ｇ、ｆ、ｐ等小圆点布满整个区间，它们表示所有与Ａ、Ｂ组合相关的事件中，“权利”Ａ与“权利”Ｂ的

保护强度关系，其中点ｐ可认为是某一案件的初始状态下，“权利”Ａ与“权利”Ｂ的保护强度关系。

图３　保护强度比例关系图

接着，将案件（Ｃａｓｅ）存在比例关系的权

利冲突组合点相互连接起来会形成图３所示

关系：

其中Ｃ表示某一案件。在“权利”的替代

过程中，Ｃ不再是消费者的满足程度，而是对

于某一案件，社会对案件已发生之客观事实

的认知（非评价性的），笔者称该曲线为“Ｃａｓｅ

曲线”，曲线上包含了所有可能的解决手段，

解决手段在图像上反应为“权利”Ａ、Ｂ保护强

度的变化。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１８条

规定，对实施混淆行为的，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商品、罚款、吊销营业执照、变更登记。

当某企业实施混淆行为时，企业经营权与消费者知情权会存在冲突，基于案件事实，会存在一条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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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６７〕

〔６８〕

损害与保护的量化差异仅表现在方向上，即增加一单位的损害等于减小一单位的保护，其量化的增减幅

度不改变，且初步提出的“权衡公式”已将反方向的变量关系作了标识，故而权重公式的强度犐既可表达损害，亦可

表达保护，不会影响最终的权衡结果。

Ｎ．ＧｒｅｇｏｒｙＭａｎｋｉｗ，犘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狊狅犳犕犻犮狉狅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狊（７狋犺犲犱．），Ｃｅｎｇ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２０１５，ｐ．４５５ ４５６；

Ｐｉｎｄｙｃｋ＆Ｒｕｂｉｎｆｅｌｄ，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６２〕，ａｔ９８．

例如，在和平、富足的环境下，人的生命权的保护强度最大值极高，制度保护的强度最大；在缺乏充足食

物的环境下，人的生命权的保护强度最大值受限于食物的供给量；而在一线战场上，人的生命权的保护强度趋近于

零，获取生存机会的替代成本极高。



线。根据处理机关所采取的不同手段，“权利”的保护强度也有所不同，继而“权利”所表现的经济

价值也会有所区别，随之便会出现“权利”间的多种比例关系。

当某一“权利”的保护强度越来越弱，“权利”享有人便期望获取更多的“权利”保护，以恢复“权

图４　“权衡公式”的“权利”替代关系图

利”保护的初始状态，这种期望越强烈，其不

得不“交付”出去的“权利”成本也会越大，〔６９〕

依照“权利”的经济价值内涵，“权利”的替代

会依旧遵守经济学替代的“此消彼长”规律，

从而形成图４所示的“权利”替代关系：

值得注意是，“权利”之间的替代看似忽

略了个体“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但

在经济学的价值基础上，他们之间的替代关

系依然存在。首先，无论个体“权利”还是公

共利益，在赔偿环境下，责任人应当承担的责

任范围明确，所需要的是按照经济学上的价值进行计量，从而基于这种共同的价值形成替代关系。

公共利益对应的经济学上的价值比个体“权利”对应的经济学上的价值更大，相应的替代能力也更

强，对应的无差异曲线十分陡峭或十分平缓；其次，当为了某种公益，个体不值得赔偿（补偿），那么

这种公益的替代能力已十分强大，形成完全替代关系，这时均衡性原则便没有适用的余地（社会理

念已普遍认同个体无需赔偿，无需采用均衡性判断）；再次，替代关系具有相对性，并非统一、一成

不变的关系，它受市场环境、认知理念及政府调节手段等影响，基于经济学上的价值实现，这种价

值不再探究个体性或社会性，旨在回应相应价值的数量多少。所以无论个体上的“权利”还是公共

利益，在形成统一的利益要素后，都有替代关系，只是大小差异。

（三）新权衡工具：“权衡公式犅犻犼”

“权衡公式”是以“权利”的保护强度为自变量，初步公式为：

犅犻犼＝－
犐犻

犐犼
（负号表示自变量之间处于反方向变动）。

初步公式仅仅表达了“权利”冲突的逻辑比较关系，但在适用过程中需满足具体的量化要求。

经济价值的计量方法为权衡要素提供了具体的量化路径，经济学的替代理论也解决了在量化过程

中手段所引起的幅度比较（增量与减量的比较）的权衡难题。

故而，不同手段引起了不同的“权利”保护强度，与“初始状态”存在不同的强度差值，均衡性原

则的“权衡公式”可表示为：

犅犻犼＝－
犻狆－犻

犼狆－犼
＝－
Δ犻

Δ犼
（负号表示自变量之间处于反方向变动）。

结论：当Ｉ轴表示保护强度降低的“权利”，Ｊ轴表示保护强度提升的“权利”，那么犅犻犼 ＜１，相

关手段会有意义；犅犻犼≥１，则不应改变“初始状态”下“权利”的比例关系。在犅犻犼＜１的基础上，通

过比较不同手段，应当选择犅犻犼值更小的手段，因犅犻犼越小，受损“权利”的替代能力就越强，受益“权

利”所获得的保护也就越多，整体价值亦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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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ＳｅｅＰｉｎｄｙｃｋ＆Ｒｕｂｉｎｆｅｌｄ，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６２〕，ａｔ９６．期望越强烈，行为人支付意愿的价格越高，其牺牲的

机会成本越大。同理，欲获取对某一权利的更多保护，对与之冲突的权利的保护便会下降，欲获取的越多，代价就

越高。这也是Ｃａｓｅ曲线凹向原点的原因。



五、余论：“权衡公式”与成本 收益分析

“权衡公式犅犻犼”既然采用市场价和ＶＳＬ价值评估的方法，那么是否意味着本文的建构路径已

经走向成本 收益分析完全替代均衡性原则的道路？答案是否定的。“权衡公式”并非舍弃均衡性

原则的成本 收益分析，而是融入成本 收益分析的均衡性判断。成本 收益分析不适宜作为均衡性

原则（以下等同比例原则）“替代品”：首先，成本 收益分析不具有均衡性原则作为法原则的控权品

质。净收益最大化是成本 收益的核心目标，但均衡性原则评判的是“权利”保护或损害上的最大

保护，比如实施手段Ａ将获益１０，损害５；手段Ｂ获益２０，损害１０，按净收益来看，手段Ｂ会是最佳

选择，但按照均衡性判断，从Ａ变动至Ｂ，损害扩大，但并不增加额外效果，即两个Ａ等于一个Ｂ，

一个Ａ即可实现目标，继续采取同种损害不会获得比Ａ更好的效益。通过“权衡公式”来看，手段

Ａ与Ｂ的犅犻犼值并不发生变化，Ａ与Ｂ便不具有比较的价值，可见均衡性原则可控制成本 收益分

析的边界。其次，成本 收益分析的广义理解会导致判断标准模糊化，不易于均衡性判断。若采取

广义成本 收益分析的替代观点，成本 收益分析的统一尺度会缺失，若将这种统一尺度定位于好

与不好、正面与反面、利与弊，〔７０〕会损害成本 收益分析本身所具有的精确能力。且成本 收益分析

在道德与情感问题上具有天然缺陷，〔７１〕若它一概囊括所有主客观层面的利与弊权衡势必损害法

教义结构的原始边界，架空形式法秩序。

尽管本文较大程度上吸收了法经济学的成本 收益分析，但在维护形式法秩序层面并非“安于

一隅”。第一，成本 收益分析融入的基础是严格的均衡性原则内涵结构，即“对一个原则的不满意

或损害程度越大，满足另一个原则的重要性就越大”，这种内在的动态供需关系并非直观的好与不

好之广义成本 收益分析结构可以实现，而是成本 收益分析可在此结构上嵌入利益要素，实现“权

利”保护与损害之精细比较；第二，本文主要借鉴了成本 收益分析上的货币量化方法。这种货币

量化的可行原因是，“权利”的计算坚持损害赔偿导向及经济学上的价值指向，具备结果发生之事

实基础，即结果上“权利”的受损指向经济学上的价值降低，因而经济学上的价值固定了“权利”计

量的通约基础，使得“权利”的损害或保护之评估精确；第三，成本 收益分析的融入是为实现损害

导向上的均衡性判断的客观化，而非架空均衡性原则。融入成本 收益分析不仅可强化均衡性判

断，而且使成本 收益分析自身功能提升，在难以货币量化的领域，交由均衡性控制。“权衡公式

犅犻犼”尽管呈现为一种数字化的基数变量公式，实则具备成本 收益缺陷的补强功能，在难以货币量

化环境下，可基于变量变动大小的综合评估进行判断，不过前提是尽可能地采用货币量化，这亦是

本文的出发点。

此外，如果均衡性原则可以弥补成本 收益分析量化能力（狭义的成本 收益分析）的不足，那

么均衡性原则＋狭义的成本 收益分析是否等于广义的成本 收益分析？〔７２〕笔者认为两者难以统

一，其一，何为广义成本 收益分析，并没有共识基础，按照更普遍观点，成本 收益分析主要有货币

化的基数和类别上的序数量化，而无法量化的好坏比较、利弊权衡等是否属于成本 收益分析的领

域有待进一步探究；其二，成本 收益分析最核心的价值之一是可对“有利”与“不利”进行精细化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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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而如果将成本 收益分析扩张至一种模糊比较，那么成本 收益分析理论与“好坏言辞”不无区

别，成本 收益分析的规制功能会消灭，只作为一种道德评价。所以，成本 收益分析不擅长的领域

不宜牵强附会，也无必要在广义与狭义之语义上为成本 收益分析确立合理性基础。成本 收益分

析继续发挥精细化能力，而均衡性原则不仅可吸收成本 收益分析，亦可继续发挥传统权衡优势，

弥补成本 收益分析，从而实现两者功能的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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